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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西部开发动因与效益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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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封建社会中后期、尤其是到了近代，中国西部经济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在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若干次西部开发的热潮，其中较大的有三次：一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西部地方政府以及有识之士艰难地

曲折地创办了一些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成为西部工业的发轫。二是国民政府初期提出了“开发西北”的主

张，虽然实际行动很少，但引发了西部当地官营及民营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民营资本家到西部投资

办厂，促进了西部轻工业与一些重工业企业的创建。三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东部工业内迁及西部工业、

交通、农业的发展，使西部经济基础的实力大大提高。但是，到了抗战中后期，由于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影

响，使西部经济逐渐衰退，尤其是抗战结束后，大批西部工业东迁，使西部经济骤然遭到极大破坏。这三次西

部开发虽为西部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开发的动因均与战争有关，因而开发过程中表现出周期性的

大起大落，未能形成西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更未解决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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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曾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封建社会中后期随

着政治经济重心的东迁南移，海运的发达，自然环境的变迁等因素，西部发展渐趋滞缓，与东

部地区差距逐渐拉大。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率先在东部地区发展之后，虽西部也受波及，但由

于以地缘为主的各种因素制约，大多仍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东西差距进一步扩大。在近

代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西部开发的“热潮”，许多仁人志士提出过不少有益的主张，也进行了

一些艰苦卓绝的建设实践。本文拟就近代三次较大西部开发的动因与效益介析于后，为目前进

行的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提供历史借鉴。 

1 洋务运动时期西部工业的发轫 

同治年间，沙俄与英国争夺新疆，主动请缨收复新疆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一系列“开

发西北”的主张。他认为开发西北，使“（列强）自无隙可乘”
[1]
。1869 年，他在西安设立西

安机器局，自造枪械及子弹。1872 年，左宗棠将西安机器局迁至兰州，改为兰州制造局。在

西南少数民族起义的末期，清军在昆明设立了云南机器局。1876 山东巡抚丁宝桢调任四川总

督，从山东机器局带去了一部分技术人员，在成都创办了四川机器局。1894 年，为支援甲午

参战援军军火，陕西巡抚鹿传霖奏准在西安设立陕西机器制造局，试制军火。左宗棠等地方督

抚创办的西部军火工业，基本上仍是封建性的临时性的，数量少而规模小，有的不久停办，只

是一种尝试。但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西部近代工业开发的起点，对其后民用工业尤

其是私人资本经营近代工业也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末期，以左宗棠为首的西部地方大员为强国求利，从军用工业扩展到

民用工业，投资形式也逐步由官办转向官商或官绅合办，也尝试过中外合资的形式。投资开发

的领域由军火转向纺织，很快扩及能源、矿冶、制革、火柴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左

宗棠在 1878 年创建兰州机器织呢局，于 1880 年 9 月投产，纱锭 1080 枚，织布机 20 台，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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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呢 8 匹。兰州机器织呢局是西北毛纺织机器工业开发的先河，是中国近代毛纺织工业的鼻

祖。1886 年，贵州巡抚潘蔚任用工程师潘露，筹建贵州青溪铁厂。这是我国近代的第一座新

式炼铁厂。新疆建省前，清政府即在此设厂土法采金。1897 年因“俄商墨斯克温涎其厚利，

请租借喀图山地设厂开采，巡抚饶应琪拒之不可，议由中俄合办，各输资本之半，购置机碾，

咸用西法”
[2]
。于 1900 年正式设立塔城金矿公司。1905 年由陕西当局筹建的延长石油官厂，

是在陕西人民多次强烈反对德国人收买陕北石油开采权后，引进外国设备与人才创办的。1907

年 6 月在延长县开钻一号井，9 月 6 日出油，日产原油约 1.5 吨，成为“中国陆上第一口油

井”。填补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一大空白，意义十分重大。1906 年，彭英甲代表甘肃农工商

总局与比利时签订购买铜矿机器合同，用以开发兰州周围的铜矿。1910 年在永登县窑街煤炭

山，建成投产，定名甘肃炼铜厂(即窑街官铜厂)。日产铜 2090 斛，并产金 20 两左右。 

    甲午战争后，爱国人士把发展近代工业当作救亡图存的手段，推动了西部私人资本工矿业

的酝酿试办。陕西维新派代表刘古愚，早在 1896 年集资购回日本轧花机 41 台，在棉花集散地

泾阳设人力机器轧花厂。陕西第一牧场有限公司经理高幼民和郑吉安，创办制革场于西安，

1908 年投产，是西部地区最早开发的一家近代民营制革工厂。与此同时，新疆维吾尔族商人

玉赛音、木沙巴也夫兄弟为了与俄商争利，于 1896 年在伊犁创建的皮革加工作坊，成立 “福

盛行皮革厂”，年产达万余张。1889 年，四川商人卢干臣在重庆设立了森冒泰火柴厂， 1893

年，重庆又有森冒正火柴厂和聚冒自来火公司设立。1906 年，陕西商人邓永达在西安创办森

林火柴厂。1907 年，胡平甫在西安创设德泰昌火柴公司。 

民国以前，官办、官商合办以及私人近代工矿业的创建与发展为西部近代工业开发做了开

路奠基的工作。但其发展极不顺利，由于种种原因，大都中途夭折。它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西部内陆边疆地区，单靠民间及地方力量，要切实开发近代工矿业实在是一件难上加

难的事情。在民国建立前，西部近代工矿业仍处在萌芽阶段。　　 

2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开发西北”的宣传与西北工业 

1928 年，国民政府确定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当前要政。“9·18”事变后，国民政府强

调要以西北为复兴基地。抗战前，国民党历次中央全会通过的有关西北开发的决议达 20 余

件，而实际行动很少，变成“官家的档案”。但是，在国民政府上下一片开发西北的呼声下，

为西北近代工矿业开发的初步进展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准备。陇海铁路于 1934 年底通至西安，

以西安为中心通往西北各地的公路干线也先后通车，为工业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销售创造了便利

条件。随着中东部地区近代资本企业发展，东部实业家开始对西北投资，对开发西部地区形成

一定的推动力。这样，在西北掀起了一个以关中经济带为中心，建立西北近代机器工业体系的

热潮。　 

首先，轻工业开发有显著进展。机器打包及棉毛纺织业以西安为中心沿陇海线关中段扩

展。陕西由于新棉种的推广，成为西北最主要的棉产区。1930 年，中央银行投资 50 万银元在

咸阳建成西北最早最大的中国机器打包公司，月产 3 万余包。1933 年段镜甫等，在渭南兴办

西北聚记机器棉花打包公司，次年与常熟纺纱厂合并，月产能力 3000 包。1935 年以交通银行

为主，投资 50 万银元在渭南成立西北机器打包股份有限公司，月产能力 2 万包。1937 年在关

中东端又建成月产 6000 包左右的潼关打包公司。对西北棉纺织机器工业起奠基和骨干作用的

是商办大华纺织厂，是西北建立最早的近代棉纺织企业。1934 年 4 月，原设在石家庄的大兴

纺织厂顺应开发西北潮流，在西安投资设立第二分厂。后武昌裕华纺织公司又在分厂投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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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扩股，遂改厂名为大华纺织厂，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成本低廉，纱布质地优

良，驰誉整个西北及西南。到 1937 年，纱机增至 2.5 万锭，布机达 820 台。与此同时，东部

地区实业家开始在西安兴办机制面粉和火柴工业，使西北的近代面粉业很快自成体系。1935

年 8 月，山东实业家苗星垣首先在西安开办成丰面粉公司，次年投产时日产面粉 1 万袋。随

后，河南信昌洋行债权人于 1936 年 4 月在西安兴办华峰大型面粉工行，日产“华山”牌面粉

4000 袋。在外省实业家推动下，西北各省地方也纷纷投资面粉业。火柴工业除原有 8 厂外，

山西新绛荣昌火柴公司于 1934 年迁于陕西华县，改名秦昌公司，月产 900 箱。1935 年，河南

开封大中火柴公司总办刘海楼响应杨虎城的号召，在西安开办中南火柴公司，日产千箱左右，

成为西北骨干火柴企业。西北地方开办的兰州光明火柴公司在青海另设分厂。1931，水寄梅等

人在兰州创办同生火柴公司。1928 年后，西北制革、印刷工业也在原有基础上有一定发展。 

    其次，重工业开发有初步进展。这一时期西北重工业的开发在总体上虽不如轻工业，但也

取得了初步进展。机器制造业方面。1930 年杨虎城主陕政后，对原陕西机器局整顿改造，亲

兼局长，月产步枪 200 余枝、子弹 20 万发、纺织机械 35 台及机械零件若干。在新疆，金树仁

主政后，于 1931 年进口德国碾片及苏式镟床、铣床，更新迪化兵工厂设备。盛世才接任后，

再次从苏进口各种机床 7 台，使恢复原名的新疆机器局也能从事机械制造。其后，西安、兰

州、西宁、迪化等地也先办了一些小型商办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方面。西北近代化学工业创

始于 1933 年。在杨虎城号召下，集资创建了西安集成三酸股份有限公司。1936 年产量 400 吨

左右，不但把洋货赶出西北市场，还远销晋、豫、鄂、皖等省，支持了西北制革、印梁、矿

冶、火柴、造纸等工业生产。与此同时，陕西财政厅韩威西、薛道伍等于 1935 年集资筹建西

北化学制药厂，生产药品 500 余种，填补了西北化学工业的一个空白。陕西省政府于 1936 年

在咸阳开办了西北首家酒精厂——陕西酒精厂。电力工业方面。这时期西北新开发的电力工业

有 6 家。其中，由陕西省政府与中央建设委员会合资筹建的西京电厂，于 1936 年 1 月正式发

电。在甘肃由国民党骑五军开办的武威电厂于 1934 年发电，装 12 千瓦电机一部。1935 年建

成的兰州电灯厂装有新购 102 千瓦交流蒸汽发电机一台。在新疆，由吴兆熊发起并有杨增新投

入官股的永丰电灯公司，于 1928 年在迪化建成送电。宁夏则有 1935 年创立的官商合办的宁夏

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3   抗日战争时期工业的内迁与西部开发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就提出以云贵川陕甘为大后方，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

然而，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把分布于沿海地区的占全国绝对优势的工业企业迁往西部工业薄

弱的地区。直至 1937 年 8 月 10 日，国民政府才下令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但由于搬

迁工作在淞沪会战开始时才起步，又组织不善，所以从上海抢迁出来的工厂很少。绝大部分均

毁于炮火之中。而许多民族工业资本家出于爱国热忱，不惜搬迁损失，历尽艰辛将工厂迁移到

大后方。工厂内迁前后历时三年多，到 1940 年基本结束。其迁移的先后顺序，首为“国防上

即可利用者”，次为“现在民生必需者”，再次为“不属以上两种而可藉培植工业中心者”，

最后是“保全资源免资敌用者”。到 1940 年底止，经国民政府促助内迁的厂矿共约 450 家，

机件共约重 12 万吨，随厂矿人口约 10 万余人，其中技术工人 1.2 万多人。内迁工厂分布的地

域，以四川为最多，计 254 家，湖南次之，21 家，广西 28 家，陕西 27 家，云南、贵州等省

共 23 家。这些内迁工业成为大后方式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4

抗战开始后，由于大后方相对安定，沦陷区人口、资金大量向内地转移，在物资供求关

系的刺激下，社会资金不断转向工业资本，加上国民政府实施了一些奖励和扶植政策，尤其是

广大职工和工业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使大后方的工业迅速发展，到 1942 年达到高峰。据 1943

年统计，大后方工厂已达 5266 家，其中民营工厂为 476 家，资本总额合战前币值近 5 亿元，

超过战前工厂数和资本总额。国民政府也加强了航空、水运等交通运输建设，为经济发展奠定

了一定基础。在农业方面，通过建立农业金融网、推广农业改良、督促垦荒、兴修水利等措

施，发展农业生产。1938 年和 1939 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为供应军需民用提供了保证。　 

工业内迁及对西部经济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使大后方在国

际交通被封锁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使中国工业分布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善，为西南

西北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以满足自给需要为目的的封闭式

工业体系。生产技术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也有提高。 

抗战中后期，在西部的国民政府区域经济开始发生逆转，出现衰退现象。许多工厂停工

减产、开工不足甚至改组倒闭。其原因主要是，国民政府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官营资本对国

民经济的垄断和控制；以及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不断增加税收等造成的。抗战结束以后，西部

工业又大部东迁，加上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及经济政策的破坏 ，西部经济受到了更大的打击。 

4   结论 

    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三次西部开发的热潮的直接的原因，都与保卫国家的战争有关。第一次

是为了收复新疆，第二三次是为了抵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建立回旋余地。所以，纵观三次

西部开发的全过程，因战争的进程与需要而表现出周期性的大起大落的特点。没能造就西部经

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这三次西部开发都是政府发动的，并以政府投入为主，而政府主要

是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开发的政策与措施表现出短期行为的特点，造成西部开发效益的局限

性。实际上，当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工业经济时代，我国东部的工业经济已初具规模，而西部绝

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落后的农业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就需要国家采取全方

位的措施对西部进行大开发。近代历史上的三次西部开发虽有一定成效，为西部经济发展起过

积极的作用。然而，都没能改变西部经济落后的状况，更没有解决我国经济均衡与持续发展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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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ter period of the Feudal Society in China, especially inthe pr-modern 

times, the economy in the western region was far behind of that in the eastern area. In the pre-modern 

history, there have appeared several western development upsurges, three of which are considerab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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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one happened in the Westernization Campaign. During it, the westernized party,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some foresighted intellectuals took great troubles to establish both some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dustries, which commenced an undertaking of industry in the western China. The second one 

took plac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so-called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Guomindang’s government). It 

advocated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though lack of actual performance, yet in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official-running industries and the public-running industries in the local western regions. Especially, it 

attracted some private capitalists from eastern area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invested to set up factories,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ght industries and some heavy industries in the western China. The third 

one appeared in the period of the national Anti-Japanese Wars.   With the eastern industries inner-mov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raffic and griculture in the local western region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western China was enhanced dramatically. Howev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hase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the western economy declined gradually due to the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policies by 

Guomindang’ government. After the War,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industries moved to the east and the 

western economy suffered a sudden re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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